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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身份的调适与学科边界的协商

:

�

中国健康传播笃行者

�

与跨界者的学术社会化研究

周裕琼�龚宝发

内容提要

�

近年来

,

健康传播学术队伍日益壮大

,

既有在学术生涯伊始就

以健康传播为研究主题的笃行者

,

也有因为各种原因转入的跨界者

。

无论

初心为何

,

他们都需面对学者之

“

身

”

�实践之

“

土

”

错位所导致的

“

身土张力

”,

以及学科

“

十字路口

”

天然属性所带来的边界模糊

。

论文

通过建构中国健康传播学者的学术社会化框架

,

对

76

位学者进行�问卷

调查

,

并对

15

位学者进行�深入访谈

,

发现笃行者�跨界者正在凝聚共

识

,

尝试着在本土化实践中持续调整�适应自己的学术身份

,

在跨领域交

叉中不断协商�重构学科边界

。

在追寻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关键时刻

,

健康

传播提供�一个

“

具体而微

”

的样本

,

折射出当代中国学人面对本土化

�跨学科挑战时的集体意志

。

关 键 词

�

健康传播

�

本土化

�

学术社会化

�

身份认同

�

学科边界

一

、

引言

西方的健康传播研究盛产综述

,

或对主题和对象进行归类

①

,

或对方法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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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分析

①

,

或对理论和概念予以拓展

②

。

它们多发表于本领域的两大旗舰期刊

(

创刊于

1989

年的

Health Communication

及创刊于

1996

年的

JournalofHealth

Communication),

而且大部分综述的文献也源于这两大期刊

。

这种学术上的

“

闭

环

”,

既说明健康传播作为一个传播与健康交叉的学科

(discipline)

已然自给自

足

,

也暴露出健康传播研究的内卷化危机

。

安妮格雷特

·

汉内瓦

(AnnegretF.

Hannawa)

等人指出

,

新世纪以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心显著转向宏观层面

(macro-

level),

唯有通过跨学科合作

,

才能促进健康传播的范式转化

,

同时也有助于健康

传播学者获得身份认同

③

。

2003

年非典型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

中国才出现真正意义上

“

健康

”

与

“

传播

”

并重的健康传播研究

。

随着学术力量的壮大

,

中国学者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的显示

度稳步提升

。

孙少晶

④

、

王秀丽

⑤

、

苏婧

⑥

及周裕琼

⑦

等人对自

1987

年以来健康传播

研究的阶段性文献回顾

,

都充分印证了该领域研究数量的迅猛增长

,

也揭示出表面繁

荣背后的学术隐忧

。

一是路径依赖

:

在问题意识

、

理论建构

、

数据采集等方面

,

仍受

西方学术影响

,

缺乏本土化创新

;

二是价值迷失

:

研究成果仍局限于学术圈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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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Nazione, S., Pace, K., Russell, J., & Silk, K., “A10 -YearContentAnalysisof

OriginalResearch ArticlesPublished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ofHealth

Communication (2000 -2009),” Journalof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8, no.2, 2013,

pp.223 -240; Ngénye, L., &Kreps, G.L., “AReviewofQualitativeMethodsi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QualitativeRePort, vol.25, no.3, 2020, pp.631 -645.

Guenther, L., Froehlich, K., &Ruhrmann, G., “StrategicHealth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Age: ExploringtheRoleofSocialMediain PublicHealth Campaigns,” Journal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6, no.4, 2021, pp.256 -270; Ruben, B.D., “Communication

Theory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Practice: TheMoreThingsChange, theMoreTheyStay

theSame,”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31, no.1, 2016, pp.1 -11; Sastry, S., &Dutta,

M.J.,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theTimeofEbola: ACulture-Centered Interrogation,”

Journalof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2, no.sup1, 2017, pp.10 -14.

Hannawa, A.F., García-Jiménez, L., Candrian, C., Rossmann, C., &Schulz, P.J.,

“IdentifyingtheField ofHealth Communication,” Journalof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0, no.5, 2015, pp.521 -530.

孙少晶

、

陈怡蓓

: 《

学科轨迹和议题谱系

:

中国健康传播研究三十年

》, 《

新闻大学

》

2018

年第

3

期

。

王秀丽

、

罗龙翔

、

赵雯雯

: 《

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对象

、

学科建设与方法

:

基于范式

建构理论的内容分析

(2009—2018)》, 《

全球传媒学刊

》 2019

年第

6

期

。

苏婧

、

李智宇

: 《

超越想象的贫瘠

:

近年来海内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及对比

》, 《

全球

传媒学刊

》 2019

年第

3

期

。

周裕琼

、

尹卓恒

: 《

健康传播研究的中国意识

:

中外发展比较与评析

》, 《

全球传媒学

刊

》 2022

年第

1

期

。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6

年第

4

期

“

孤芳自赏

”,

少有走出象牙塔

、

服务健康传播的具体实践

。

从知识社会学看

, “

母鸡如何下蛋

” (

学者如何做研究

)

或许比

“

鸡蛋

” (

论

文

)

本身更能体现学科范式的生成逻辑

。

健康传播论文呈现出来的隐忧

,

实为学者

之

“

身

”

与实践之

“

土

”

错位所导致的

“

身土张力

”:

路径依赖源自学者接受的西

方训练与中国本土语境之间的错位

,

价值迷失源自学者身份认同与社会期许之间的

错位

。

事实上

,

这种

“

身土

”

错位并非健康传播研究领域所独有

,

而是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引进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过程中遭遇的普遍困境

。

健康传播

因与实践的紧密勾连

,

以及与

“

健康中国

”

战略的深度嵌合

,

成为我们透视该时

代命题的典型样本

。

因此

,

本文尝试跳出文献综述

,

聚焦健康传播学者本身

,

通过

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

,

理解他们在

“

身土张力

”

之下

,

如何调整自己的学术身份

以适应本土语境

,

满足社会期许

。

中国的健康传播发展至今

,

既培养了笃行者

(

健

康传播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且坚持至今

),

也吸纳了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跨界者

(

因各种原因转向健康传播并驻足深耕至今

)。

通过比较两大群体在学科认知

、

学

术实践

、

本土化想象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相同和相异之处

,

本文得以管窥先天模糊

的健康传播学术边界如何在跨领域交叉中得以不断协商与重构

。

二

、 “

身土张力

”

下的学术快择与学科突围

马克斯

·

韦伯

(MaxWeber)

在

1917

年所做的

《

以学术为志业

》

演讲

①

,

是西

方关于学术职业执择的经典文献

。

此后一个世纪里

,

一代又一代西方学者在这种对

学术使命的认同中

,

投身于包括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

,

并逐步实现学科的建

制化

。

伴随旗舰期刊的出版

,

健康传播这样的新兴交叉学科也在上世纪末确立了自

己的话语体系

。

然而

,

随着学科建制化的加深

,

学者个人的主体性逐渐被科层结构

所吞噬

:

批量培训出来的

“

技术专家

”

将社会研究视作一种职业

,

却对真正的社

会问题漠不关心

②

, “

没有时间

” “

没有地点

”

的社会科学研究俯首皆是

③

。

虽然是

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

,

西方的健康传播已经出现内卷化趋势

,

形如教条的理论模型

正在束缚学者的想象力和研究的生命力

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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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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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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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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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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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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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松认为

,

西方社会科学所遭遇的危机

,

体现了学者之

“

身

”

与实践之

“

土

”

错位导致的

“

身土张力

”,

本质是社会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脱节

,

即知识生产

未能跟上实践的需要

①

。

中国社会科学早期发展受西方影响较大

,

不少学科话语的

源头依靠外来知识的灌注

,

中国学者感受到的

“

身土张力

”

会更显著

。

在西方学

术训练主导下成长的学者

,

更有可能对西方范式形成路径依赖

, “

以西释中

”,

知

识生产严重脱离本土语境和实践

②

。

从上世纪

20

年代吴文藻

、

费孝通等前辈的本

土化探索开始

,

一代又一代中国社会学者已然进行了标识性概念

、

原创性理论的提

炼与熔铸

。

中国新闻传播学在本世纪初才出现第一波关于学术本土化的讨论

③

,

健康传播

学者对该问题的思考则始于

2019

年

④

。

在对新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

70

年的回顾与

总结中

,

刘涛认为

,

我们虽然实现了从

“

零

”

到

“

一

”

的突破

,

但

“

在西方理论

的巨大

‘

阴影

’

下

,

本土传播议题或现象的理论阐释失去了应有的主体性和生命

力

…

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创新道路

,

特别是突破西方问题语境和阐释框架的理论探

索

,

依然任重道远

”

⑤

。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众多分支里

,

健康传播的国际化程度

相对较高

,

但本土化意识也相对较弱

。

苏婧等人曾痛心疾首地指出

,

健康传播研究

想象力贫瘠

、

研究视野局限

、

理论创新不足

,

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学者们满足

于借鉴和验证西方理论

,

缺乏自主的中国意识

⑥

。

周裕琼等人的追踪研究

⑦

显示

,

尽管健康传播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和数据意识有所增强

,

但中国理论意识仍未有实

质性突破

,

期刊发表

、

项目申请

、

职称评定等科层制力量抑制了学者自主意识的

生发

。

如何应对

“

身土张力

”,

实现中国健康传播的学术突围

?

这涉及学者在两个维

91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陈云松

: 《 “

社会学想象力

”

的重思与拓展

———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自觉

》,

《

中国社会科学

》 2025

年第

1

期

。

梁永佳

: 《

以中释外

:

基于文明互鉴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 《

社会学研

究

》 2024

年第

1

期

。

祝建华

: 《

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

:

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

》,

《

新闻学研究

》 (

中国台湾

) 2001

年总第

68

期

。

苏婧

、

李智宇

: 《

超越想象的贫瘠

:

近年来海内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及对比

》, 《

全球

传媒学刊

》 2019

年第

3

期

。

刘涛

: 《

理论谱系与本土探索

:

新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

70

年

(1949—2019)》, 《

新闻

与传播研究

》 2019

年第

10

期

。

苏婧

、

李智宇

: 《

超越想象的贫瘠

:

近年来海内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及对比

》, 《

全球

传媒学刊

》 2019

年第

3

期

。

周裕琼

、

尹卓恒

: 《

健康传播研究的中国意识

:

中外发展比较与评析

》, 《

全球传媒学

刊

》 2022

年第

1

期

;

周裕琼

、

董惠珍

、

曹博林

: 《

学术生产的协商与中国意识的生

发

———

以健康传播研究为样本

》, 《

新闻记者

》 2024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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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的执择

。

其一

,

是在象牙塔内做

“

学术之学

”,

还是走出象牙塔做

“

治平之

学

”?

诚如吴予敏所言

: “

中国学术传统历来讲求世道人心

,

承运受命

,

先天下之

忧

,

善于近取诸身

,

推及天下

。”

①

历史上的士大夫群体不满足于

“

修身齐家

”,

而

是进一步追求

“

治国平天下

”

的宏伟抱负

,

以期实现

“

为天地立心

,

为生民立命

,

为往圣继绝学

,

为万世开太平

”

等四项终极使命

②

。

将传统士大夫的治学逻辑应用

于当代语境

,

这就意味着学问的最高价值在于服务社会

,

以

“

时代问题

”

为己任

,

将个人价值与社会现实进行深度交融

③

。

作为一门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

,

健康传

播理应

“

经世致用

”,

健康传播学者也应在本土化实践中不断调适自己的学术身

份

,

从作为个体的

“

小我

”

上升到作为家国的

“

大我

”,

满足

“

全民健康

”

的群众

需求

、

服务

“

健康中国

”

的国家战略

。

其二

,

是关起门来

“

圈地自嗨

”,

还是打开门来

“

交叉融合

”?

早年施拉姆

(WilburSchramm)

曾将传播学比作

“

十字路口

”

④

:

很多人经过

,

却少有人停留

。

而健康传播或许是

“

十字路口的十字路口

”:

一方面

,

它诞生于医学

(

特别是公共

卫生

)

与传播学交汇的十字路口

;

另一方面

,

它在传播学内部也像一个四通八达的

“

十字路口

”,

与风险

、

环境

、

科学等其他传播领域深度交融

、

密不可分

。

中国健

康传播队伍的壮大

,

既得益于海内外

(

尤其是海外

)

成体系的学术训练

,

也很大

程度上由

“

时势

” (

尤其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

所造就

。

在非常时刻

,

不同领域

的学者蜂拥而至

。

中国健康传播专委会首届理事长孙少晶提倡用

“

跨学科和超学科

的学术研究理念

”

来推动健康传播学科体系

、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完

善

⑤

,

可以说

,

健康传播需要来自不同领域的跨界者和本领域的笃行者一起协商与

重构学科边界

。

三

、

理论框架与研究问题

漫长的学术旅程中

,

站在起点的博士生群体总是赢得最多关注

。

美国学者魏德

曼

(John C.Weidman)

的

“

博士生学术社会化

(doctoralacademicsocialization)”

框架指出

,

博士生需要经历期待

、

正式

、

非正式

、

内化等四个非线性阶段

,

才能形

021

①

②

③

④

⑤

吴予敏

: 《

学术问题意识的窘困

》, 《

学术研究

》 1998

年第

10

期

。

张金桃

: 《

儒家修身观及其现代意义

》, 《

武汉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年

第

3

期

。

高岸起

: 《

使命本质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4

年

,

第

1

页

。

Schramm, W., Riesman, D., &Bauer, R.A., “TheStateof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ent,” ThePublicOPinion Quarterly, vol.23, no.1, 1959, pp.6 -17.

孙少晶

、

阿迪娜

·

约提库尔

: 《

健康传播的学科转向与体系构建

》, 《

全球传媒学刊

》

2023

年第

10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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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学科认同

①

。 “

苟�新

、

��新

”,

在学科内部

、

学科之间不断交叉融合的时代背

景下

,

博士阶段做出的学术执择并非终点

,

学者不仅要再次做出新的选择

(

跨界

者

)

或者持续确认自己的选择

(

笃行者

),

也需要在学科认知

、

学术实践

、

本土化

想象

、

身份认同等方面持续反思

。

换言之

,

经典文献将学术社会化局限于博士阶

段

,

而我们则将之视作贯穿学者整个职业生涯的

“

进行时

”,

是动态

、

循环且终身

性的身份建构与规范内化过程

。

尤其是在应对学科边界变动

、

研究范式革新或自身

研究兴趣转移等关键节点时

,

这种

“

再社会化

”

的需求尤为迫切

。

因此

,

本文将

“

博士生学术社会化

”

框架推及学者

,

并结合本土情境

,

提出

“

中国健康传播学者

的学术社会化

”

框架

(

图

1)。

图

1� “

中国健康传播学者的学术社会化

”

框架

魏德曼指出

,

知识获取

、

投入和卷入是个体形成专业认同的三大因素

,

即通过

知识获取完成学科想象

,

在投入和卷入的学术实践中内化身份认同

②

。

第一

,

知识

获取指个体通过习得知识

/

技能以达到专业角色期望

,

包括课堂讲授的显性知识和

非正式交流传递的隐性知识

,

体现的是个体对学科知识体系的系统性认知

。

因此

,

本文将知识获取操作化为学科认知

,

并从概念定义

、

经典研究以及中西方健康传播

领域的重要学者提名

③

三个维度进行测量

。

第二

,

投入指个体在学术实践过程中所

121

①

②

③

Weidman, J.C., Twale, D.J., & Stein, E.L., “ Socialization ofGraduateand

ProfessionalStudentsin HigherEducation: A PerilousPassage?” ASHE-ERIC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1, pp.11 -15, 55.

Weidman, J.C., Twale, D.J., & Stein, E.L., “ Socialization ofGraduateand

ProfessionalStudentsin HigherEducation: A PerilousPassage?” ASHE-ERIC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1, p.55.

借鉴李红涛和黄顺铭

( 《 “

驯化

”

媒介社会学

:

理论旅行

、

文化中间人与在地学术实

践

》, 《

国际新闻界

》 2020

年第

3

期

)

的

“

提名法

”,

我们在问卷中邀请受访者提名一

项印象最深的健康传播研究

(

可以是论文

、

报告或专著

)

及中外重要的健康传播学

者

,

以测量学者的学科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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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费的时间

/

精力

/

财力乃至社会地位等

,

涉及客观需求与主观感知两部分

。

对中国

健康传播学者而言

,

前者离不开论文和项目等学术评价体系中的

“

标配

”

①

,

后者

还面临跨界合作困难

、

理论基础匮乏等难题

②

。

因此

,

本文将学术实践操作化为论

文发表

、

课题申报与现实困难三个维度

。

第三

,

卷入是文化层面的社会化

,

本文从

中国健康传播面临的

“

身土张力

” ———

超越西方学术霸权

,

建构自主知识体

系

———

出发

,

聚焦学者的本土化想象

,

并从问题

、

理论

、

方法三个维度予以测

量

③

。

知识获取

(

学科认知

)、

投入

(

学术实践

)、

卷入

(

本土化想象

)

的三重洗

礼内化了学者的身份认同

,

体现在个人

-

学科

-

社会三个维度上

,

分别是对个人作

为健康传播学者身份的认同

、

对健康传播学科贡献的认同

、

对健康传播社会价值的

认同

。

同时

,

投身学术不仅需要接受长期的规范训练

,

也得益

/

受制于个体

、

亲友

、

专业共同体

(

行业协会

)、

制度文化等多重因素

④

。

年龄

、

入行时长

、

职称

、

地域

、

境外学术经历等与学者的学术资本密切相关

⑤

,

也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学术执择

,

因

此

,

上述变量也应纳入研究框架内予以考量

。

简言之

,

学科认知会影响学者的学术实践

,

进而启发他们的本土化想象

,

最终

形塑他们的身份认同

。

当然

,

这并非是单向进程

,

各环节之间呈现出循环互构的关

系

,

后一环节也会反向作用于前者

。

通过聚焦中国健康传播学者循环往复的学术社

会化过程

,

本文旨在探究他们如何调试学术身份以适应本土语境

、

满足社会期许

。

本文将健康传播视作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阵地

,

旨在考察初心各异的笃行者和跨界

者是如何协商学科边界

、

实现学术突围

。

从个人的学术执择到学科的体系建设

,

来

自中国健康传播这个

“

具体而微

”

的样本

,

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学人面对

“

身土张力

”

这一结构性困境时的行为逻辑和集体意志

。

四

、

研究设计

与汗牛充栋的文献综述相比

,

目前对学者的调查研究犹如凤毛麟角

。

参考苗伟

221

①

②

③

④

⑤

周裕琼

、

董惠珍

、

曹博林

: 《

学术生产的协商与中国意识的生发

———

以健康传播研究

为样本

》, 《

新闻记者

》 2024

年第

2

期

。

喻国明

、

路建楠

: 《

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

问题及走向

》, 《

当代传播

》 2011

年第

7

期

;

金恒江

、

聂静虹

、

张国良

: 《

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健康传播研究

:

谁做什么

?

引

用谁和被谁引用

? ———

以九本新闻传播类期刊收录的论文为例

(2000 ～2016)》, 《

西

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科版

)》 2017

年第

9

期

。

周裕琼

、

尹卓恒

: 《

健康传播研究的中国意识

:

中外发展比较与评析

》, 《

全球传媒学

刊

》 2022

年第

1

期

。

陆一

、

史静寰

: 《

志趣

:

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

》, 《

教育研究

》 2014

年第

3

期

;

鲍威

、

杜嫱

、

麻嘉玲

: 《

是否以学术为业

:

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职业取向及其影响

因素

》, 《

高等教育研究

》 2017

年第

4

期

。

范晓光

: 《

中国社会学人的

“

本土化

”

意识与知识生产

》, 《

学术月刊

》 2024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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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对

34

位新闻传播学海归学者长达四年的追踪访谈

①

、

李红涛和黄顺铭对媒介社

会学者的

“

混合式研究

”

②

,

本文在背景性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

,

分阶段采用深

入访谈和问卷调查法考察健康传播学者

。

预调查阶段

(2021

年

12

月

-2022

年

2

月

),

本文筛选出

7

位代表性学者进行

深入访谈

(

回溯他们在健康传播领域的学术旅程

)。

通过整理分析这十几个小时的

“

漫谈

”

数据

,

同时辅以健康传播文献的计量分析

,

本文凝练了核心研究问题

,

并

对

4

个关键概念

(

学科认知

、

学术实践

、

本土化想象

、

身份认同

)

予以操作化

,

设

计了涵盖

5

个部分共

30

道题目的

《

中国健康传播学者调查问卷

》。

第二阶段

,

在

2023

年

10

月的中国健康传播专委会年会上

,

我们向参会者发布

问卷二维码

,

并在新闻史学会健康传播专委会组建的各种微信群

———

包括常务理事

群

、

理事群

,

以及人数最多的交流群

(

当时有

184

名群成员

) ———

进行了多轮发

放

,

同时通过私信的方式定向邀请学者回答

。

截至

2024

年

12

月

,

共有来自全国

41

所高校的

76

位学者完成问卷

。

第三阶段

,

基于问卷分析的发现

,

拟定出更有针对性的访谈提纲

。 2025

年

2

月

,

从

76

位受访者中选取

4

位进行每人

3 -4

小时的

“

马拉松式

”

深访

,

追问他们

学术执择背后的

“how(

逻辑

)”

与

“why(

缘由

)”。

第四阶段

,

为了更好地理解跨学科交叉融合对健康传播的影响

, 2025

年

10

月

,

从

76

位受访者中选取

4

位具有公共卫生

、

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

、

计算传播背景的

学者

,

对每人进行长达

2

小时的深访

。

总计

15

位深访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

1。

表

1�

深访对象的基本信息

(

截至

2025

年

10

月底

)

受访阶段 类型 编号

出生

年份

健传

时间

地域 职称

健传论文

(

篇

)

知网 英文

学术历程漫谈

1 -2

小时

2021.12 -

2022.01

笃行者

A1 1989 2019

华北 讲师

/

助理教授

3 1

A2 1980 2019

华东 副教授

4 0

A3 1987 2017

华北 副教授

7 31

跨界者

B1 1968 2017

华北 教授

18 13

B2 1977 2012

华南 教授

13 6

B3 1985 2019

华南 教授

3 13

B4 1989 2018

西南 副教授

3 5

321

①

②

苗伟山

: 《

中国新闻传播学海归学者的学术实践与身份认同

》, 《

新闻与传播研究

》

2018

年第

12

期

。

李红涛

、

黄顺铭

: 《 “

驯化

”

媒介社会学

:

理论旅行

、

文化中间人与在地学术实践

》,

《

国际新闻界

》 2020

年第

3

期

。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6

年第

4

期

续表

受访阶段 类型 编号

出生

年份

健传

时间

地域 职称

健传论文

(

篇

)

知网 英文

学术快择深访

3 -4

小时

2025.02

笃行者

C1 1990 2021

华东 讲师

/

助理教授

1 16

C2 1989 2019

西南 讲师

/

助理教授

10 1

跨界者

D1 1982 2008

华北 副教授

6 2

D2 1986 2021

华东 副教授

0 8

学科交叉深访

2

小时

2025.10

公共卫生

E1 1984 2013

华东 教授

6 32

科学传播

E2 1972 2020

华东 教授

16 8

风险传播

E3 1972 2016

华东 教授

5 7

计算传播

E4 1976 2010

华东 教授

8 16

注

:

表格中

“

健传

”

即

“

健康传播

”。

五

、

研究发现

(

一

)

问卷调查样本特征

76

位受访者中

,

笃行者

34

人

,

跨界者

42

人

。

通过对后者进一步分析发现

, 33

人来自新闻传播学科内部

,

他们此前多从事风险

/

环境

/

政治

/

计算传播等研究

(39.4%)

以及新媒体研究

(18.2%); 9

人来自政治学

、

汉语言文学

、

医学

、

人口

学

、

心理学

、

社会学等其他学科

。

可见

,

健康传播的确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

“

十字

路口

”。

问卷显示

,

截至

2025

年初

,

受访者平均年龄为

40.37

岁

,

但笃行者

(37.79

岁

)

比跨界者

(42.45

岁

)

更为年轻

。

他们从事健康传播的平均时长为

6.6

年

,

两组几乎相等

,

均在差不多的时间点投身健康传播研究

。

四成受访者为教授

(40.8%),

三成多为副教授

(35.5%),

两成多为讲师

/

助理教授

(23.7%),

跨界

者的高级职称比例显著多于笃行者

(

六成左右跨界者为教授

,

但只有两成笃行者为

教授

)。

受访者主要来自华东

(34.2%)、

华北

(30.3%)

和华南

(19.7%),

来自

华中和其他地区的相对较少

,

两组在地域分布上无显著差异

。

绝大多数受访者

(84.2%)

拥有境外学术经历

(

在海外获得学位

、

担任教职或从事访学

),

两组数

据相当

,

侧面印证了健康传播的确是新闻传播学中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分支之一

。

(

二

)

学科认知

苏婧等人曾经批评中国健康传播研究过多聚焦于媒介

,

缺少

“

非媒介中心

”

视角

①

。

追本溯源

,

这种视角缺失可能始于概念定义

(

即

,

健康传播是什么

)。

在

预调查阶段

,

受访者对健康传播的定义各不相同

。

如笃行者

A1

认为要跳出

“

媒介

421

① 苏婧

、

李智宇

: 《

超越想象的贫瘠

:

近年来海内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及对比

》, 《

全球

传媒学刊

》 2019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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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义

”

的束缚

: “

有人说中国传播学的特色体现

,

就是要以媒介为中心

……

当

时我导师就提出强烈的反对

,

认为一定要以人为中心

。” A3

则认为

: “

健康传播是

做行为科学的

,

我们是在宣教普罗大众

,

让他们去了解健康知识这一系列的东西

,

然后通过各类平台去说服他们

,

最终让他们改变态度行为等等

。” B1

提醒我们

,

健

康传播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下有其独特意义

, “

它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

,

而且是一个

政治问题

……

健康中国就是要把健康融入一切政策

”。

鉴于此

,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

各种健康传播的定义

,

最终选取四种用于问卷调查

①

。 43.4%

的受访者选择了

“

媒

介

”

导向的定义

②

,

其次是

“

传播

”

导向

③

(25%)

和

“

意义

”

导向

④

(17.1%),

经典的

“

说服

”

导向定义

⑤

仅占

9.2%。

另外还有

2.9%

的学者认为它们都不完美

,

需要进行整合与修订

。

笃行者和跨界者对健康传播的定义选择虽然无统计显著性

,

但进一步追问选择

背后的原因时发现

,

学术训练背景深刻影响着他们对健康传播的定义

。

两位笃行者

C1

和

C2

都不约而同地选择

“

媒介

”

导向定义

, “

健康传播的海归老师比较多

,

大

部分是做量化研究的

,

这条路径决定我们会选择

‘

媒介

’

导向的定义

” (C1);

“

因为这个定义比较全面

” (C2)。

跨界者

D1 (

选择

“

意义

”

导向定义

)

得知

“

媒

介

”

导向定义占比最高

,

表示

: “

一点都不觉得吃惊

,

它恰恰反映了整个健康传播

研究领域的主导范式

。” D2

也更倾向

“

意义

”

导向

,

她解释说

: “

我没有接受过特

521

①

②

③

④

⑤

为免影响学者的选择

,

问卷中并未说明这些定义的提出者

。

健康传播包含与健康相关的所有人类传播活动

,

主要通过传统媒体

、

新媒体和其他创

新的技术手段向公众传播健康信息

,

提高公众对健康议题的认知

,

从而改变个人观念

和行为来预防疾病

、

促进健康

。

参见

Schiavo, R., Health Communication: FromTheory

toPractic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4, pp.85 -86,

转引自王秀丽

: 《

健康传播

:

理论与实践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22

年

,

第

1

页

。

健康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

,

它是指以

“

人人健康

”

为出发点

,

运用各种传播媒介

渠道和方法

,

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目的而制作

、

传递

、

分散

、

交流

、

分享健康信

息的过程

。

参见钮文异

: 《

健康传播

(

一

)》, 《

中国健康教育

》 2004

年第

3

期

。

健康传播是人们在互动中创造意义的过程

,

在该过程中

,

语言

、

历史

、

社会结构和组

织关系等要素皆影响了健康意义的构成

,

而健康意义也只有通过文化情境中的

“

内部

人

”

才能表达出来

。

参见

Sharf, B.F., &Kahler, J., “VictimsoftheFranchise: A

Culturally-SensitiveModelofTeachingPatient-DoctorCommunication in theInnerCity,” in

Ray, E.B., ed., Communication and Disenfranchisement: SocialHealth Issuesand

ImPlications, Mahwah, NJ: Erlbaum, 1996, pp.95 -115。

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人们容易接受的健康信息

,

并通过促使人们态

度和行为的改变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

,

从而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

量和健康水平为目的的行为

。

参见

Rogers, E.M., “TheField of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merican BehavioralScientist, vol.38, no.2, 1994, pp.208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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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传统的美式健康传播教育

,

我可能会关注特别具体而微的社会问题

,

它的意义是

如何被文化所定义的

,

这可能是我跨界过来做健康传播的一个原因

。”

有学者敏锐

地觉察到定义是

“

死

”

的

,

而健康传播应该是

“

活

”

的

,

其内涵和外延应随现实

发展而不断协商和重构

。 E3

认为四种定义都窄化了健康传播

,

因为

“

有些健康问

题的根源是文化的

、

有结构性的

……

它的根源是社会歧视

、

性别不平等

、

资源的不

平等分配

……

我觉得这可能是人文学者要做的

……

从健康话题入手

,

去回应人类存

在的结构性困境

”。 E1

呼吁学者们对此保持开放的心态

: “

如果把健康传播理解成

一个学科

,

我们反而要有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宏观的视野去理解它

……

要想把它垄断

掉

,

在中国的语境下几乎不可能

。

所以对于它的定位和理解

,

就应该是百花齐放

。”

E4

坦言

: “

我对健康传播的定义

,

每过几年也在变化

……

比如说像西方的定义

,

可

能十几年前我也觉得人家提得挺好

,

但现在来看

,

就觉得那个东西跟中国的现实

,

和我们想做的健康传播根本匹配不起来

。”

受访者提及印象最深刻的研究以及重要学者

,

海外研究占比近七成

,

本土研究

占比两成多

。

其中

,

被提及最多的是被写入传播学教材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6

次

),

其他研究大多被提名

1

次

,

两组学者在该维度上的差异无统计显著性

。

海

外研究备受青睐

,

既因为其经典性为后续研究者框定了选题

,

也源于它们给学者带

来很多

“

启发

”。

多位受访者在该题项下留言

,

表示海外研究有助于他们更新研究

视角

( “

那个时候我刚好上博士

,

我就看到了很多完全不太一样的视角去研究健康

传播

”)、

借鉴框架

( “

当时本人所在团队准备开展中国

HINTS

项目的研究

,

美国

HINTS

项目对团队研究工作的开展很有借鉴意义

”)

和探索思路

( “

这种思路对我

最初接触健康传播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

受访者提名的国外高频学者

(

提名次数≥

5)

有

7

人

,

特蕾莎

·

汤普森

(TeresaL.Thompson) 24

次

、

埃弗里特

M.

罗杰斯

(EverettM.Rogers) 11

次

、

加

里

·

克雷普斯

(GaryKreps) 9

次

、

金

·

维特

(KimWitte) 5

次

,

均来自美国

,

其

他

3

人何淑仪

( ShirleyS.Ho) 6

次

、

阮梅

(May.O.Lwin) 5

次和莫汉

·

杜塔

(Mohan J.Dutta) 5

次

,

都是亚裔

,

且在美国以外

(

新加坡

、

新西兰

)

工作

。

国外

被提名的学者比较分散

(82

人

168

次

),

七成学者仅被提名

1

次

;

中国被提名的学

者相对更集中

(60

人

193

次

),

将近半数学者

(46.2%)

被提名超过

1

次

。 8

名高

频学者中有

6

位在健康传播专委会担任要职

,

孙少晶

(48

次

,

理事长

)、

许静

(28

次

,

副理事长

)、

芮华

(12

次

,

常务理事

)

位列前三

①

。

由于健康传播学术共同体

正在形成

,

大家对领军人物有诸多期待

: “

在学术背景

、

创新能力

、

国际视野以外

,

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去促进公众健康观念的改变

……

要能培养健康传播方面的一些人

621

① 本文作者及一名同事曹博林也被高频提名

,

鉴于我们是问卷发放人

,

提名可能存在主

观偏见

,

在此不予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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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

就像北大有专门的健康传播方向

……

积极探索跨学科的合作和交流

。” (C2)

能够满足上述期待的学者

,

在个人学术成就之外

,

还需拥有较高的科层地位和机构

资本

①

。

回到从事健康传播的初心

,

访谈发现

,

笃行者大多在博士阶段就确定了自己的

学术志趣

,

开始了

“

以学术为志业

”

的旅程

。

如

C1

所述

: “

读博时

,

我是从自己

的兴趣展开的

,

开始是健康信息的获取

,

后来加上自己的一些观察和反思

,

就选定

了健康传播研究

。” A3

在读博一时受到师长的影响

,

接触到健康传播

: “

就发现这

个领域还挺有趣

,

因为传播学很多领域是做不到行为层面

,

而健康传播和行为科学

有联系

。

后来

,

我就一个一个理论地做

,

一个一个方法地做

,

从早期的内容分析

、

survey(

调研

),

到后来的大数据

、

社会网络分析

、

实验法

,

总体来说越来越聚焦

health campaign (

健康运动

)。” E1

在求学阶段参与过一些健康传播研究

,

在博士毕

业进行职业选择的窗口

,

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志趣

,

发现还是更喜欢有

“

现场

”

的研究

,

而自己

“

想做的研究领域

(

比如医患沟通

、

医患关系

),

其实是偏健康传

播中

‘

医学

’

这部分

,

而不是

‘

传播

’

这部分

,

所以对我来讲

,

当时想的就是彻

底进入医疗行业

”。

与笃行者相对纯粹的初心不同

,

跨界者的转型原因更多元

。

问卷调查中

,

接近

一半的跨界者

(45.2%)

选择

3

种以上的理由来解释为何跨界

,

除了个人兴趣转移

(59.5%)

外

,

满足院系发展

(40.5%)

与适应社会需求

(38.1%)

也是促使他们

转型的重要因素

。

换言之

,

个人

、

组织和社会诸多层面的因素共同推动了跨界者的

学术执择

。 B3

认为

,

从事健康传播既

“

方便发表

”

又能避免

“

教

(

学

)

研

(

究

)

分离

”,

而且

“ (

国内

)

不会像北美对整个学术研究的限制特别死

,

我觉得这是个

转型的好机会

”。

本世纪初开始的院校合并风潮

,

将医学院

(

包括公共卫生

)

带到

众多综合性大学

,

教学和科研上的交叉推动了不少学者的转型

。 B1

在临近天命之

年转向健康传播

,

主要是响应学院创办新专业的需要

: “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呗

。”

E4

所在的高校

,

因与医学院合并后

,

对方不断找上门来要求合作

,

开始是做讲座

,

后来

“

医学院那边就说

,

这个东西能不能慢慢地把它发展成课程

?

那我就硬着头皮

就上了

,

就这么简单

。” E2

和

E3

的转型主要由突发的公共卫生和环保事件所驱动

,

D2

则是因老龄化这一社会大趋势

: “

因为社会上不断在提老龄化

,

然后我就随大流

去做了这个事儿

,

天时地利人和

,

转之前很痛苦

,

痛苦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

但是

真正转向的时候是很顺利的

。”

(

三

)

学术实践

论文发表和课题申请是戴在学者脑袋上的两个紧箍咒

,

所以

,

本文调查了学者

�常阅读的中外学术期刊

、

发表中英文论文时常遭遇的质疑

、

申请课题和从事研究

721

① 费孝通

: 《

略谈中国的社会学

》, 《

社会学研究

》 1994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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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困难

。

Health Communication

是受访者阅读最多的期刊

,

达九成以上

(93.4%),

其次

是

JournalofHealth Communication,

阅读人数近七成

(69.7%)。

在中文领域

,

学者

们主要阅读四大刊

: 《

国际新闻界

》 (48.7%)、 《

新闻与传播研究

》 (44.7%)、

《

新闻大学

》 (34.2%)、 《

现代传播

》 (25%)。

2015

年

, “

健康中国

”

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

那么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会

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学术研究的繁荣

?

根据

2016

年以来健康传播国外两大刊和国内

四大刊上的数据

, Health Communication

和

JournalofHealth Communication

两大刊上

来自中国作者的论文绝对值和相对值都不断飙升

: 2016 -2018

年都是个位数

, 2024

年突破

59

篇

(17.7%), 2025

年则高达

72

篇

,

占比

25.6%。

可见

,

我们的国际显

示度已经令人瞩目

。

在新闻传播众多子学科中

,

健康传播或许是

“

最容易实现与国

际对话的突破口

” (E4)。

在国内四大刊中

, 2016

年健康传播论文的数量为

3

篇

(

仅占

0.4%),

此后逐年攀升

,

疫情期间达到峰值

31

篇

(

近

5%),

此后虽有回落

(2024

年

14

篇

, 2025

年

12

篇

),

但占比仍稳定在

3%

上下

。

论文数量的繁荣并不等于质量的提升

,

也并未化解健康传播研究

“

套路化

”

与

“

内卷化

”

的危机

。 B2

坦言

: “

有一些学者的理论不是很深

,

或者有时完全是

为了学术发表

,

然后套一个理论模型去做

……

在一些已经发表甚至是等级比较高的

期刊上

,

我们都有看到这样的论文

。

现在学术

GDP

的形式

,

在健康传播领域更为

凸显

。”

学者们也感受到期刊编辑和评审人对此类论文的成见

: “

有一个期刊编辑

说

,

你们做健康传播的人

,

随便几个变量拿到一起搭个模型就能发了

,

这算什么文

章

?” (C1) “

评审说像这样通过已知的几个因素建构的模型而形成的一种量化研

究

,

看着是非常精致

,

但好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出来

,

这样的研究到底有什么

意义呢

?” (C2)

参加健康传播专委会年会时

,

一位四大刊主编提醒与会者

,

由于

新闻传播大多是综合性期刊

,

发表的论文要让那些不做健康传播的人也觉得

“

从理

论上

、

从现实生活

,

或者跟国家的某些政策制定来说与这个话题有勾连

……

所以要

注重更大的社会语境

,

而不是仅仅在健康传播的逻辑里面去考虑问题

”

①

。

换言之

,

学者必须走出

“

圈地自嗨

”

的舒适区

,

以健康传播为视角

,

管窥中国社会的结构

性问题

。

这对以海归为主的笃行者来说颇有挑战

, “

我觉得

(

在国内发表

)

这件事

情变得会越来越难

” (C1),

投稿失败几次后

,

他们可能回归

“

轻车熟路

”

的英文

发表

,

学术与实践的脱节积重难返

。 “ (

青年海归

)

可能觉得国内的期刊永远发不

上

,

然后觉得自己不会这种路数

……

他们可能对田野本身就比较发怵

,

觉得没时

间

……

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很成型的东西了

”, D1

认为关键还在于问题意识

: “

我

觉得国内期刊是有道理的

,

是我们自己要改变

……

论文为什么能发出来

,

可能因为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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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觉得这是个问题

,

有研究的意义

。”

社会学想象力的提升不仅有利于中文论

文的发表

,

也让英文投稿有了

“

更多的选择余地

”。 E3

不仅在四大刊发表过多篇健

康传播论文

,

而且他的

7

篇英文论文仅

1

篇发表在

Health Communication,

其余都发

表在传播大学科期刊上

。 “

健康传播是介入中国社会议题的一个契机

”,

所以在一

篇研究妇科检查的论文中

,

他强调这反映了

“

文化偏见的问题

,

同时也是资源分

配

、

正义不正义的这种问题

”,

得到了评审人和期刊编辑的高度认可

。 E1

建议主动

拥抱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科的期刊

, “

因为它们的引用量和阅读量还是比较大的

,

很

多医生在看

”。

在国内外发表时会遭受哪些质疑

?

如表

2

所示

:

国内发表最常遭受选题质疑

(34.2%),

导致学者必须自证选题合法性

(B4): “

我更注重健康信息的设计

,

但

国内的审稿人往往偏好宏大叙事

……

所以现在要思考说怎么样把我们的内容能够再

‘

包装

’

一下

。”

相比之下

,

国外发表最常遭遇理论质疑

。 A2

观察到海归年轻学者

似乎掌握了国外发表的捷径

: “

现在大部分的研究就是用西方的套路

,

用西方的研

究背景来解释中国的问题

……

出论文特别快

,

一个问题换一个视角就能再出一篇文

章

。”

擅长英文发表的

C1

对此进行了反驳

: “

就发国外期刊

,

如果你只是随便拼几

个变量

,

然后组成一个模型

,

在我看来就是数字游戏

……

没有理论创新

,

至少

Q1

和

Q2

区的期刊是发不出来的

。

我但凡受过质疑的话

,

就是理论上

。”

在方法上

,

国内外期刊都会提出质疑

。

相对而言

,

国内审稿人更纠结规范性或适用性

,

比如

“

量化研究会问你样本的问题

,

质性研究会问你代表性的问题

” (D1), “

他觉得你

针对农村的老年人或者农村的父母去做问卷调查是不合适的

,

会觉得你去做田野

、

做访谈更好

” (C2)。

而国外审稿人则更看重有效性

(validity),

因为

“

国外的研究

已经比较成熟

,

大家越来越追求方法和定量上的精细化

,

导致在方法上卷来卷去

,

也就没有什么大突破

” (B3)。

总之

,

国内国外发表

,

各有各的烦恼

。

表

2�

健康传播学者国内和国外发表论文时最常遭受的质疑

发表时最常遭遇的质疑 国内 国外

选题

34.2% 14.5%

理论

28.9% 36.8%

方法

/

数据

21.1% 34.2%

其他

15.8% 14.5%

X

2

=9.22, df=3, p =.026

*

*

p <.05

基金项目方面

,

受访者人均主持

1.82

个项目

,

其中

,

跨界者主持的省部级以

上项目

(

国社科

0.55

个

,

省部级

0.90

个

)

多于笃行者

(

国社科

0.41

个

,

省部级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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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

个

),

但笃行者主持的其他项目

(0.76

个

)

则多于跨界者

(0.29

个

)。 “

确定

选题

”

是学者们申报项目时感觉最难的环节

(57.9%),

其次是

“

理解政策导向

”

(44.7%)。

超三分之一的学者在

“

搭建理论模型

” (35.5%)、 “

设计研究框架

”

(34.2%)

上感到困难

。

另外

,

各有

15.8%

的学者认为

“

组建研究团队

”

和

“

撰写

申报书

”

有困难

。

进一步比较两组学者的痛点发现

:

笃行者在确定选题

、

理解政策导向

、

设计研

究框架

、

撰写申报书这

4

点上感受到的困难都比跨界者高

7% -13%。

由于缺乏资

历和经验

,

擅长英文写作的他们在写项目申报书

(

尤其是国社科

)

时往往屡战屡

败

、

屡败屡战

: “

我三年换了三个本子

,

每一年的本子都不一样

。

所以我说我每年

春天的时候什么都不干

,

都在写本子

,

一个

7000

字的本子来来回回写好多遍

。” C1

锲而不舍总算成功上岸

, C2

却没有这么幸运

: “

其实发论文相对还是会表现得稍微

好一些

,

但是在项目上面

,

我就是一申一个不吱声

,

我现在给自己定位就是项目绝

缘体

。”

笃行者

(29.4%)

仅在

“

搭建理论模型

”

上感受到的困难远小于跨界者

(40.5%)。

全面的训练

、

长期的操练

,

使得他们对健康传播领域的理论模型如数

家珍

,

同时也能和本土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 “

西方这边更多是一个传承

,

是过去学

习的一个传承

……

我把一些理论换一个本土化的

context(

语境

)

来这里做研究

,

把健康传播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

,

再逐渐思考

、

观察

,

然后一遍遍地打磨国家社

科的本子

,

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定位

。” (A3)

从学科交叉比较的视角出发

,

跨界者从基金项目中看到了健康传播小学科在新

闻传播大学科中相对边缘和弱势的处境

。 E4

总结

: “

聚焦于健康传播的科研项目相

对而言是较少的

。” B2

最早做健康传播

,

是因为横向课题找上门

,

让她有机会不停

地在实践中试错

,

但在申报纵向课题时

, “

国社科完全不给你试错的机会

,

你必须

有论文的发表

,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大量的路径依赖

,

做西方化研究的原因之

一

”。 D1

坦言

: “

像我们这种边缘学科的人

,

你要做一个

120

分的学生

,

才能脱颖

而出

,

而不是像主干学科只打

90

分就可以了

……

你一定要解决中国问题

,

然后在

方法上匹配这个问题

,

然后自己又要在理论领域里面有这种深耕的脉络

。”

(

四

)

本土化想象

越是国际化做得好的领域

,

学者感受到的

“

惯习

”

和

“

时空

”

错位所导致的

“

身土张力

”

越显著

①

。 “

西方的范式是基于一些特定的情境

,

我觉得

(

和中国

)

根本没有可比性

。” (D1)

有研究指出

②

:

健康传播本土化的问题意识和数据意识

031

①

②

陈云松

: 《 “

社会学想象力

”

的重思与拓展

———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自觉

》,

《

中国社会科学

》 2025

年第

1

期

。

周裕琼

、

尹卓恒

: 《

健康传播研究的中国意识

:

中外发展比较与评析

》, 《

全球传媒学

刊

》 2022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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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

,

理论意识最差

。

面向

76

名学者的调查数据也再一次印证了该结论

(

见表

3): 7

级量表上

(7

分表示本土化程度最高

, 1

分表示最低

),

本土化问题意识为

4.72,

数据意识为

4.58,

都显著高于理论意识

(2.96)。

此外

,

随着学术资历

(

年

龄

、

从事健康传播研究的时长

)

的增长

,

学者们对当前中国健康传播本土化的评价

是更高还是更低

?

相关分析显示

,

年龄本身并无显著影响

,

但是从事健康传播的时

间越久

,

则对理论概念的本土化评价越低

。

所谓

“

仰之弥高

,

钻之弥坚

,

瞻之在

前

,

忽焉在后

”,

在本领域浸淫�久

,

越有可能意识到本土化道阻且长

,

而年轻人

则

“

初生牛犊不怕虎

”,

凭着一股热情不断试错

。

深访的

15

位学者中

,

资历颇深的

B2

坦言

: “

我的确是没有见到太多有这种学术信念的

,

说我

‘

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

目的

’

的学者

。

但我觉得更年轻的学者可能才更有这方面的优势

,

因为更加无畏

。”

表

3�

健康传播学者对本土化的评价

本土化评价

问题意识均值

(

标准差

)

理论概念均值

(

标准差

)

方法数据均值

(

标准差

)

4.72 (1.37) 2.96 (1.24) 4.58 (1.42)

F=40.296, df=2, p =.000

***

学术资历与本土化评价

(

三个维度

)

的相关系数

学术资历 问题意识 理论概念 方法数据

年龄

-0.012 -0.160 -0.193

从事健康传播的时长

-0.059

-0.232

*

-0.129

*

p <.05,

***

p <.001

两类学者在三个维度上的评分略有不同

,

但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

事实上

,

深访中的笃行者与跨界者

,

都对当前健康传播理论本土化的程度颇为失望

。 “

在实

践中

,

我觉得还好

,

包括乡村很多本土的智慧

,

在实践中创新

……

但是理论的这种

本土化

,

我目前也没想到一个特别好的点

,

是比较困惑的地方

。” (A1) B2

认为

,

健康传播本土化之所以未能实现理论层面的突破

,

是因为我们挖掘的中国特色健康

传播问题虽然增加了

, “

但基本上都是战术上的

,

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上

。”

如何

从

“

战术本土化

”

上升到

“

战略本土化

”?

学者从选题

、

理论

、

方法三个维度展开

想象

,

关键词的词云分析如图

2。

最热门的几个选题

(

老年健康

、

医患沟通

、

健康素养等

)

与当前中国社会健

康传播实践的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

。

学者们更多仰赖文化资源层面的理论或概念

,

比如

,

面子

(10

次

)、

差序格局

(5

次

)、

人情

(4

次

)、

文化中心路径

(4

次

)

等

。

有受访者在该题项下留言

: “

中国健康传播研究要先理解中国文化

,

特别是某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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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体的健康议题下的中国文化

。” C1

提名了老年健康传播

,

虽然这是中西方都面

临的挑战

,

但她发现背后存在巨大的受众文化差异

: “

国外老年人对于媒介技术的

接受是比较乐观的

……

但我去采访一些老年人

,

他们说我用不上

、

我不用

,

我每天

带孙子

、

我做饭

、

我挺好的

,

我不需要用

,

也不喜欢用

……

我很想挖掘到里面的一

些理论的根基

,

然后再介入一些本土的

、

文化的这个情境

。” “

基于中国这种高度

组织化社会的情况

,

我们就需要把一些非传统的健康行为影响因素纳入这里面来

,

比如文化观念中的孝道

、

亲情等价值观

。” (E2)

除了从本土文化中寻找灵感

,

学

者们也认识到选题背后的

“

人

”,

尤其是

“

国内那些边缘的

、

贫困的

、

弱势的人

群

” (A1)

才是真正的突破口

。 A2

提倡要用

“

局内人

”

的视角去理解中国基层的

健康实践

: “

健康传播本身还是要依赖当地的这些人

。

我们用学院派的东西去做不

一定能够做好

,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

需要当地的人来

。”

关于本土化的方法突破

,

从词云图可以清晰地看出

,

学者们试图通过引入新方

法

(

大数据

、

社会网络分析

、

计算传播

、

数据挖掘等

)

来实现对西方学术霸权的

“

弯道超车

”。

令人关注的是

,

跨界者

(52.9%)

对新方法的狂热远超笃行者

(32.3%)。

他们当初之所以会跨过来

,

本身就可能具有一定的学术冒险精神

,

所

以

,

他们会用更开放的心态拥抱新方法

,

认为它们能带来新机会

。

笃行者

(44.1%)

对传统的定性研究和实验法的兴趣也远超跨界者

(23.5%)。

他们接受

过正统的健康传播研究训练

,

对传统方法的运用得心应手

,

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他们的路径依赖

。

因此

,

笃行者不容易随波逐流

,

在他们看来

,

好的研究不需要

过于炫技的方法

。

比如

A3

比较多地使用实验法

,

因为

“

实验的方法

,

是能分析

fundamentalissue(

基础性议题

)

的

”。 C1

在第三次申报国社科时

, “

什么大数据我

都没用

,

就很朴实的研究方法

,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具体很深入的研究

”,

反而获得

立项

。

图

2�

健康传播学者的本土化想象关键词词云分析

(

五

)

身份认同

问卷末尾使用

5

级量表

,

分别从个人

-

学科

-

社会三个维度测量受访者作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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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传播学者的身份认同

。

如表

4

所示

,

两类学者的身份认同都较高

,

笃行者的个人

(4.47)

和社会

(4.47)

认同高于学科

(4.35)

认同

,

而跨界者的学科

(4.50)

和

社会

(4.50)

认同则高于个人

(4.19)

认同

,

但两者的差别无统计显著性

。

换言

之

,

无论初心为何

,

大家最终还是殊途同归

,

获得了共同的学术身份

。

表

4�

健康传播学者的个人

-

学科

-

社会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

笃行者

(N=34)

跨界者

(N=42)

全体

(N=76)

个人认同

在做自我介绍时

,

我乐意提到我是一名

健康传播学者

4.47 4.19 4.32

学科认同

我认为健康传播对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

4.35 4.50 4.43

社会认同 我认为自已的研究具有社会价值

4.47 4.50 4.49

均值

4.43 4.40 4.41

t=-.230, df=1, p =.819

如果仅看问卷数据

,

我们似乎可以给本文画上完美的句号

。

但抓住问卷上的细

微差异进行深访时

,

中国健康传播学者身份认同上的

“bug”

才得以展露

。

让深访

对象比较个人的健康传播学者身份更重要

,

还是健康传播小学科在新闻传播大学科

中的身份更重要

,

绝大多数都选择后者

: “

肯定是后者

” (D1); “

因为身份是个人

的观念

……

是太微小层面的一种认知

。

但后者可以让健康传播这个研究领域长足的

发展

,

是能立足于整个传播学界的一个根本

……

这才是我们做健康传播的意义

”

(C1); “

如果你把健康传播对新传大学科的助推作用做得很好了

,

自然你健康传播的

学者身份就被赋予了

。” (C2)

唯一给出不同选择的采访对象

D2

认为

, “

用健康传播

助推新闻传播这个事情好像不是我能做的

”,

她进一步说明

: “

当然

,

每一个健康传

播学者都能够做好自己的研究得到认可

,

那么一定会推动健康传播对新传大学科的

发展

。”

健康传播相对于新闻传播大学科的价值

,

不仅关乎学者身份认同

,

更关乎学科

的意义建构

,

这或许是每一个边界模糊的交叉学科天然具有的

“

合法性焦虑

”。 E4

提到这两年新闻传播乃至整个人文社科所遭遇的挑战

,

从中看到了健康传播的机

遇

: “

中国社会现实有这么丰富的场域

,

我觉得健康场域哪怕不是最大的场域

,

也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

这个不容疑问

,

否则也不会提出

‘

健康中国

’,

把它上升到国

家战略层面

……”

健康传播专委会是一级学会

(

新闻史学会

)

下面设立的最后一

个专业委员会

,

虽然赶上官方认定的末班车

,

但从

2021

年至今

,

每次年会场内外关

于学科边界的讨论从未停歇

。

如果说健康传播学者

“

大我

”

重于

“

小我

”

已是共识

,

究竟如何让小学科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科

,

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

总结

15

位学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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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字的访谈资料

, “

深入田野

”

和

“

跨学科交流

”

这两条路径被反复提及

。

D1

对健康传播的学术境况有清醒的认识

: “

我们还处于探索阶段

,

探索阶段一

定是从田野开始

,

它需要有进入田野的资源

,

进入到轰轰烈烈的田野中去

。” E3

也特

别珍视田野带来的感动

,

因为在田野听到的故事

“

真的会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

如果你纯粹做量化

,

这就是一张废卷

,

但实际上你是完全不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感

受

……

我们真的应该去做这种接地气的

……

形成这样一种研究规范

,

而不是说在书房

里凭空去想象一些新鲜的变量

,

去做一些数学题

”。 E4

感觉程式化的研究

“

在某种

意义上是给健康传播理论划了一个界限

,

西方就存在这个问题

,

而这种情况在国内

就更突出

。

要突破

,

就要更好地去了解中国健康传播现在的这种实践

、

这种需求

。”

然而他也承认接地气的研究要慢工出细活

,

论文发表速度势必跟不上

KPI

考核

,

“

让年轻人来做确实比较困难

。”

作为

15

位深访对象中第二年轻的学者

, C2

的回答令

人欣慰

: “

研究还是要放在中国大地上

,

在田野里深耕

、

打磨

、

探究

,

而不要去追时

髦

、

做一些肤浅的研究

,

这样做虽然短期能够出很多成果

,

但我觉得长期更重要

。”

把青年学者

“

深耕田野

”

的意识转化成行动

,

或许需要更多制度保障与平台建设

。

跨学科交流涉及和谁跨

、

怎么跨两个子问题

。

对于前者

,

深访对象持有一种

“

拿来主义

”

的开放态度

。

新闻传播学内部可以跨

、

哲社科大领域也可以跨

、

医疗

公卫就更应该跨

。 E3

所在的高校在

2020

年成立了健康与风险传播研究中心

,

之所

以不叫健康传播中心

, “

当时就是想把做环境的

、

做风险的

、

做气候的

、

做科学传

播的学者都能联合起来

。

因为这些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

,

这样就能壮大我们的队

伍

。” D2

强调

,

理论的富矿就要从

“

哲学的

、

社会学的

、

公共治理

、

公共管理的领

域找一些能合起来的概念

”

里面

“

深挖

”。

访谈发现

,

越是深入实践的学者

,

越能

认识到学科交叉的紧迫性

。

笑称自己算

“

半个公卫人

” (

但从未离开新闻传播

)

的

E1

大声疾呼

: “

我们天然就是在跨学科的位置上

……

其他学科不跨过来

,

纯粹地做

(

自己的

)

研究仍然可以活下来

……

但我们这个学科不跨就死

。”

深耕科学传播的

E2

强调

“

要多跟医院

、

医生在一起

,

多跟

CDC (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的人在一

起

……

还是需要我们新传学者能更加主动一点

,

因为他们没有我们

,

完全可以过得

很正常

。

但我们没有他们

,

就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价值

。”

基于多年学科交叉的经

验

, E1

认为

,

如果健康传播仅触达认知和态度

,

而不往前走一步到

“ health

outcomes(

相应效果

)”,

就很容易被医学公卫等强势学科

“

工具化

”,

所以

,

我们

要

“

能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 E4

不看好短平快的合作

, “

一有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

就会想到我们这些人

……

短平快确实很难产出有持续影响力的东西

”,

但他

认为健康传播队伍里

“

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老师很多

,

这倒是一个很宝贵的资源

。

在这个基础上

,

大家就可以做出一些有深度的东西

。”

推广通讯作者

、

年会多邀请

其他学科来参与

、

多办一些

“

小而美

”

的工作坊

、

联合各地学者建设数据库

,

是

深访对象给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

但每一件做起来都非朝夕之功

。

诚如

E2

所言

,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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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身份的调适与学科边界的协商

:

中国健康传播笃行者与跨界者的学术社会化研究

正的跨学科不能追求学术功利主义

: “

当你只是以论文发表为导向的话

,

你就难以

去做到交流

…

本着很具体的

,

去理解

、

去解决问题的角度的话

,

那跟其他学科的交

融其实是很容易发生的

。”

六

、

结论与讨论

仅看论文

,

中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国际学术显示度迅速飙升

,

国内也稳步提升

。

居安思危

,

通过对

76

位学者的问卷调查和

15

位学者的深入访谈考察他们的学术社

会化历程发现

,

笃行者与跨界者在凝聚共识的同时

,

也呈现出普遍的焦虑与自省

。

除了个人特征相关的两个变量

(

年龄和职称

),

笃行者和跨界者在学科认知

、

学术实践

、

本土化想象

、

身份认同这四个维度上的差异都无统计显著性

。

问卷数据

勾勒出中国健康传播学者的群像

:

八成以上拥有海外背景

,

七成左右印象最深刻的

研究来自西方

,

对英文旗舰期刊的重视远超国内四大刊

,

人均主持约两项省部级以

上课题

,

接近半数青睐

“

媒介

”

导向的健康传播定义

,

对本土化问题意识和方法

数据意识评价高

、

但理论意识评价低

,

在个人

-

学科

-

社会三个维度上都有较高的

健康传播学者身份认同

,

且都认可小学科的价值在于推动大学科的发展

。

作为一个群体

,

健康传播学者可能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

,

但

正因此

,

西方训练导致的学术之

“

身

”

与中国实践之

“

土

”

的

“

身土张力

”

也最

为显著

。

青年学者

(

多为笃行者

)

感受到的

“

身土张力

”

与生存压力叠加在一起

,

其学术身份总是在短期现实

(

在熟悉的程式中不断内卷的

“

技术专家

”)

与长期理

想

(

在中国的田野里持续深耕的

“

局内人

”)

间徘徊

。

中老年学者

(

多为跨界者

)

虽无生存压力

,

却对健康传播的学科危机感受更深

,

并从两方面展开反思

:

在个体

层面

,

呼吁更多

“

接地气

”

的研究

,

以健康传播为契机介入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结

构性问题

;

在集体层面

,

倡导跨学科的路径

,

以健康传播为平台促成传播学与哲社

科

、

医学公卫

、

计算科学

、

人工智能等众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

学科承认涉及三个层面

,

分别为第一层学科共同体内部的

“

爱的承认

”,

第二

层各学科共同体之间相互尊重的

“

权利的承认

”,

以及第三层来自学科共同体外部

(

即国家

/

社会

)

对学科贡献价值认可之

“

重视的承认

”

①

。

目前看来

,

中国健康传

播已经完成

“

爱的承认

”,

无论是笃行者还是跨界者

,

对健康传播都有较高的身份

认同

。

作为

“

十字路口的十字路口

”

式学科

,

要获得

“

权利的承认

”,

健康传播更

应打开门来做研究

,

以开放的心态

,

在实践中协商与重构学科边界

,

让本学科的

“

问题

”

融入大学科的

“

问题域

”

中

,

让本学科的

“

想象

”

落足本土化的

“

想象

力

”

中

。

诚如

E1

所言

: “

什么时候我们的学术会议里能达到三分之一或者更多其

他学科的人

,

这就是我心目中

(

理想的

)

中国健康传播

。”

更进一步

,

要得到国家

531

① 王建华

: 《

学科承认的方式及其价值

》, 《

中国高教研究

》 2012

年第

2

期

。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6

年第

4

期

和社会层面

“

重视的承认

”,

则必须

“

超越想象力的贫瘠

、

突破媒介中心主义

、

突

破西方学术霸权

”

①

, “

从本土语境出发

,

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健康传播学科体

系

”

②

,

可谓任重道远

。

以

1987

年中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研讨会的召开为开端

③

,

本土健康传播研究即

将从

“

三十而立

”

迈向

“

四十不惑

”。

尽管针对健康传播的文献综述层出不穷

,

但本

文是健康传播学者作为共同体的一次亮相

。

可以看到

,

从个人的学术执择到学科的体

系建设

,

健康传播学者都有诸多困惑

。

把困惑抛出来吸引更多

(

不限于健康传播

)

学者集思广益

,

诚然是开展此项研究的初衷

,

但我们更期待本文能提供一个

“

具体

而微

”

的学科样本

,

折射出当代中国学人面对本土化和跨学科挑战时的集体意志

。

毋庸讳言

,

问卷调查的样本量

(N=76)

在统计上仍显不足

,

分成笃行者与跨

界者两组后人数更为有限

,

势必影响本文统计推断的稳定性与外部效度

。

本文所研

究的跨界者

,

其

“

跨度

”

也有大有小

,

既有从新闻传播学内部

(

如风险

/

政治传播

或新媒体研究

) “

小

”

跨步过来的

,

也有从人文社科乃至医学公卫

“

大

”

跨步过来

的

。

但囿于样本量

,

本文在数据分析时将他们等同视之

,

未能深入描摹不同知识背

景跨界者的学术社会化轨迹

。

因缘际会

,

笔者其实也是

7

年前从新媒体研究领域

“

误入

”

健康传播的跨界者

。

相比于深耕多年的前辈

,

笔者没有

“

局内人

”

的熟

稔

;

相比于身处其外的同行

,

笔者亦缺乏

“

局外人

”

的客观

。

但正是这

“

半局内

半局外

”

的

“

尴尬

”

处境

,

让笔者透过健康传播感受到超出健康传播

,

乃至超出

新闻传播学以外的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

“

身土张力

”。

以管窥豹

,

可见一斑

,

希望

本文能够为中国社会学人的学术突围提供些许启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

智能媒体生态�中国特色的积极老龄化传播研

究

” (

项目编号

: 22BXW073)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

: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

631

①

②

③

苏婧

、

李智宇

: 《

超越想象的贫瘠

:

近年来海内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及对比

》, 《

全球

传媒学刊

》 2019

年第

3

期

。

孙少晶

、

阿迪娜

·

约提库尔

: 《

健康传播的学科转向与体系构建

》, 《

全球传媒学刊

》

2023

年第

10

期

。

宫贺

: 《

对话何以成为可能

:

社交媒体情境下中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路径与挑战

》, 《

国

际新闻界

》 2019

年第

6

期

。



“

友色面目

,

港报港办

”:

党领导的城市办报的

“

香港模式

”

providesymbolicfeedback.Thisfeedback isreceived and interpreted by theplayer's

embodied self, which then interactswith theavatarprogrammeto generatearesponse.

Although thethree-tiered structureconstructed by theprogrammecompensatesforthe

spatialseparation and lack ofasymbolicsystem inherentin theearly stagesof

technologicaladoption, theprogrammaticsymbolic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and

quasihumanization sagentsisasymmetrical.Consequently, humansareunilaterally

influenced by theprogrammeduring theirinteractionswith theseagents.Peoplemay

acceptthebehaviourallogicconstructed by theprogramme, altertheirinterpretative

frameworks, and thereby influenceculturaltrajectories.

116 · Adjusting AcademicIdentity andNegotiating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

Study ontheAcademicSocializationofHealth�ommunicationScholarsin�hina

·ZhouYuqiong, Gong Baofa

In recentyears, thehealth communication academiccommunity hasgrown significantly.

Itsmembersincludededicated scholarscommitted to thefield fromtheoutsetoftheir

careers,aswellascross-disciplinary scholarswho transitioned in later.Regardlessof

theirinitialmotivations, allmustnavigatethe“identity-field tension” arising fromthe

misalignmentbetween theirscholarly identity and thepracticalterrain, alongsidethe

inherentambiguity ofdisciplinary boundariesatthisintellectual“crossroads”.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academic socialization framework for Chinese health

communication scholars, conducting aquestionnairesurvey of76 scholarsand 15 in-

depth interviews.Findingsindicatethatboth groupsareconverging toward aconsensus,

continuously adapting and adjusting theiracademicidentitiesthrough localized practices

whilesimultaneously negotiating and reconstructing disciplinary boundariesthrough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s Chinese academia seeks autonomy, health

communication providesa“compactyetspecific” sample, reflecting thecollectivewill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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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localiz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137· The“Hong Kong Model” ofUrbanNewspaperOperationsLedby the

�ommunistParty of�hina: A�e-explorationofHong Kong,sHwa Shiang Pao

during theWar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

·TianQiusheng

Between the1941 Southern AnhuiIncidentand theoutbreak ofthePacificWar,

southbound Party-led intellectualsestablished Hong �ong'sHwa Shiang Pao.Inheriting

theCommunistParty ofChina's“grey press” tradition, thenewspaperadapted to Hong

�ong'suniquejournalisticenvironmentby presenting itselfasapublication foroverseas

Chinesemerchants.By acknowledging thecommercialand journalisticvalue of

newspapers, itsecured afoothold and builtareadership through localized newsand

information services.Building on this, thepaperadopted atargeted contentstrategy,

employing stylisticcoordination and apatriotic, democraticnarrativeto conducteffective

united frontpropagandaamong overseasChinesecommunities.Beyond mobilizing

publicopinion, Hwa Shiang Pao served asa“liaison station” fortheParty'sunited front

work.Ultimately, itforged a“Hong �ong model” forParty-led urban newspaper

operations, characterized by a“grey appearance” and a“localized” approach.Featuring

a“Party-led newspaperwith civiloperation,” thismodelintegrated theprofessionaland

party newspaperparadigms.Thislegacy iscarried forward today by patriotic, Hong

�ong -loving Chinese-funded news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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